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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面对霸权国扩张的威胁,组建制衡联盟是一国的潜在反应之一。

起初具有相似条件的联盟,为何有的最终能由松散制衡转向紧密制衡,实现对霸

权国的彻底制衡,而有的却未能实现这一转变,最终制衡失败? 既有研究旨在为

这一问题提供宏观的结构或观念因素解释,较少涉及威胁认知模式这一微观视

角。对此,本文尝试从认知心理学视角提出一套解释制衡成败的理论范式。该

理论范式认为,盟内成员对霸权国扩张的威胁感知异同是能否驱动制衡机制由

松散转向紧密,进而影响制衡成败的重要动力。对反法同盟和反秦联盟进行

比较后发现,应对霸权国扩张的联盟能否实现由松散制衡向紧密制衡转变,是

制衡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一项重要机制;而能否克服因霸权扩张产生的威胁

感知差异化问题,是影响成员的制衡意愿和集体行动能否统一,促使松散制

衡转为紧密制衡,实现制衡成功的重要驱动因素。尽管生存需求是驱使各

国选择制衡的潜在动力,但高度异质的威胁感知会制约有限的制衡意愿并

带来多样化的制衡策略,进而增强制衡过程的复杂性及效果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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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面对霸权国扩张带来的外部威胁,选择组建联盟以制衡霸权国,是行为

体的潜在反应之一。不过,行为体固有的认知局限会左右其策略选择,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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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局限容易使个体夸大或低估对手的实力或侵略意图,进而影响其对外

部威胁的评估。对外部威胁感知的差异会影响成员国的制衡意愿以及集体

行动的协调效果,最终影响制衡成效。那么,同样面临霸权国扩张的威胁,

起初具有相似条件的制衡联盟,为何有的能由松散制衡向紧密制衡转变,而

有的最终未能实现这一转变? 这一问题在理论或现实层面至少具有以下关

切点:其一,关于制衡联盟的已有研究往往缺乏认知心理的微观视角,尤其

是政治精英的信念体系或认知模式如何影响其战略判断,进而影响国际权

力格局。其二,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关键行为体掌握什么样的信息,会影响

其决策乃至整个局势的走向。其三,既有研究主要关注驱动国际权力格局

变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内政治制度变迁等物质或结构因素。与此相对

应的是,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时期的实践,揭示驱动制衡

成效转化过程的认知动力机制,以弥合既有宏观理论在分析该议题时可能

存在的微观视角盲区。

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制衡联盟的具体形式、目标及内涵也不尽相同。经

典的联盟理论主张,联盟(alliance)是国家行为体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

合作,是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反对具有优势的威胁,进而确保自身安全的制衡

过程。① 显然,应对霸权扩张的威胁是国家间选择组建安全同盟以制衡的基

本动力,为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至意在制衡霸权国的制衡国。同时,本

文探讨的联盟是指应对霸权国的威胁而形成的一种制衡方式,而非有无制

衡行为的问题。基于行为体的认知模式,本文将探讨联盟成员对外部威胁

的感知及变化如何影响制衡意愿及集体行动的协调性,进而能否促使制衡

机制由松散转向紧密,以产生特定的制衡效果。

二、
 

文献回顾

本部分将梳理影响制衡成效的社会结构动因以及认知心理学运用于制

衡联盟研究的已有成果,在此基础上引出威胁认知这一微观分析视角。

① 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
页、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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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影响制衡成效的结构性动因

学界关于制衡的论述主要聚焦于联盟生成和管理的过程层面,对制衡

成效的涉猎较少。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国选择制衡的动机可能是多元的。

对此,理性选择动机、结构条件以及观念规范等路径均做过相应的探讨。

理性选择动机为理解制衡成效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在非对称权力体系

下,盟内成员国出于自主性动机选择制衡,或为了生存安全而追随、依附霸

权国。① 与“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不同,朴敏亨(Park
 

Min
 

Hyoung)认为,

面临霸权威胁时,盟内弱国可能通过军备建设等方式同时提升自主性和安

全,而不危及联盟的存续。② 制衡往往存在一定的门槛,当霸权国过于强大

时,一国选择制衡需付出高昂的代价③,由此更可能被迫追随;当不危及生存

安全时,一国为获益最大化而主动追随霸权国的动机则更常见。④ 如果权力

走势不明朗,两面结盟的现象并不罕见⑤,这尤其符合小国的策略偏好⑥。

显然,行为体对联盟效用的预期⑦及在联盟中的议价能力⑧,都可能影响制

衡效果。理性选择动机为理解一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如何进行理性决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James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p.904-933.
Park

 

Min
 

Hyoung,
 

“An
 

Alternative
 

to
 

the
 

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
 

The
 

Case
 

of
 

the
 

ROK-US
 

Allianc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27,
 

No.1,
 

2015,
 

pp.41-56.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1999,
 

pp.5-41.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72-107.
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 ———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

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第49页。

Gunasekara,
 

Sandya
 

Nishanthi,
 

“Bandwagoning,
 

Balancing,
 

and
 

Small
 

States:
 

A
 

Case
 

of
 

Sri
 

Lanka,”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28,
 

No.11,
 

2015,
 

p.212.
Michael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37,
 

No.4,
 

1984,
 

pp.523-544.
Kim

 

Tongfi,
 

The
 

Supply
 

Side
 

of
 

Security:
 

A
 

Market
 

Theory
 

of
 

Military
 

Allia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44-48.



138  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2期)

从而影响联盟的制衡效果,提供了必要的启发,但其线性逻辑假设并不符合

行为体知觉模式非线性变化的实际情况。

此外,国家实力、地缘位置、制度安排等结构因素对制衡效果的影响,也

得到较多的讨论。双方实力对比是决定称霸与制衡两股力量谁能最终胜出

的基本条件①,而毗邻霸权国的国家可能因恐慌而选择制衡②。然而,实力、

地缘这类因素具有明显的静态特征,在分析部分制衡实践的非线性变化(如

战事胜利与失败交错)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学者关注制度结构对制衡效

果的约束。当面临共同威胁时,盟内成员倾向于将合作制度化,以限制退出

联盟的潜在行为③,如果缺乏制度约束,盟友仍是潜在的敌人④。这表明,国

家间的制度约束是维持联盟运行的必要前提。学者对国内权力结构(如政体)

是否影响制衡效果存在争议。兰德·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指出,两次世

界大战前夕,内阁的脆弱性是导致英、法对德国扩张采取绥靖政策的重要因

素。⑤ 一项基于北约和华约的比较研究发现,成员国的国内管理体制是导致

联盟结局出现差异的初始条件。⑥ 不过,民主国家也可能为了反对非民主国

家而联合起来,获胜后彼此可能成为相互攻击的目标。⑦ 对此,有研究分析

了民主国家打破联盟协议的成本,发现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履行联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秦国扩张的经验表明,物质刺激在推动支配逻辑方面极为有效。详见许田波

著、徐进译:《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4页。

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载《当代

亚太》,2015年第5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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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世纪出版社2020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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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方面并无显著差异。① 这表明,民主制度并非影响联盟稳定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这类“软”因素同样是解释制衡效果的重

要进路。中国古代“无德,何以主盟”的联盟道德观有别于西方联盟实践。②

赵鼎新在分析观念规范如何影响制衡时指出,与东周体系不同,近代欧洲逐

渐形成的“均势”观念对维持此后欧洲多国体系格局发挥了基础作用。③ 在

东周诸国体系下,国家的行为逻辑根源于“大一统”观念,进而奉行兼并的战

略;而西欧则在中世纪的多元化政治格局基础上生成了“主权”观念和“均

势”原则。④ “大一统”与“均势”观念对理解国际体系的演变提供了一定的启

发,但对具体制衡实践的解释力则有限。

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为人们理解制衡成效提供了宏观结构动因的解

释。在“支配—制衡”范式下⑤,理性选择动机、实力对比(体系结构)、权力制

度与观念规范等不同路径或许可以进一步融合。然而,过于强调实力(安

全)追求和观念冲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内关键决策者认知模式等微观心

理因素的实际作用,难以准确揭示国际权力体系演变的微观逻辑。同样需

要关注的是,政治精英基于什么样的信息,在对外部威胁做出何种认识或判

断的条件下,会影响其对盟友信誉的评估,进而选择背叛或加强合作,最终

影响联盟的走向。

(二)
 

理解制衡成效的认知心理基础

认知心理学有关合作联盟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制衡效果。认知心理学

旨在揭示人们处理信息的基本思维机制,强调行为体处理信息的过程本质

①

②

③

④

⑤

吴泽林、李玉杰:《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更持久吗? ———基于1815—1989年双

边军事联盟数据的实证分析》,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3期,第129页。
张鸿石:《中国古代经典联盟思想论纲》,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

43—47页。
赵鼎新著,徐峰、巨桐译:《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

版,第277—284页。
辛万翔、曾向红:《“多国体系”中行为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根源———兼与许田

波商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59页。
关于“支配—制衡”范式,详见许田波著、徐进译:《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

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第9—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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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为避免认知失调,以保持与既有的信念体系(态度立场)相一致。这种信

息与信念体系相匹配的过程体现了认知相符原则(cognitive
 

consistency)。① 为

保持认知相符这一基础心理机制,行为体会启动“锚定—调整”等影响知觉

判断的具体辅助机制②,以符合其认知体系。具体而言,对外部威胁信息的

识别,包括判断他者是否有伤害或威胁自己的意图及其是否有能力完成该

意图两个层次的知觉。③ 当个体感觉受到严重威胁时,其固有的心理机制会

被激活,进而影响其对信息的接收与识别。④ 面对外部霸权威胁时,盟内成

员如何识别、处理相关信息,进而做出何种回应,成为认知心理学被应用于

相关研究的核心路径。

国家间政治根源于人的本性⑤,尽管早有研究注意到威胁感知在一国应

对国际危机中的作用⑥,但关于制衡理论的认知心理逻辑的研究,仍主要聚

焦于国家行为体层面。其中,不对称体系下弱国的能动性得到较多的关注。

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分析了对一国的权力认知如何影响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认知相符原则是指当个体接收到新的信息时,下意识地使之与自己原有的认识

保持一致,或为了验证自己已有的预设或信念来处理所获取的信息。这与自我相关性、
自我验证、动机性推理等概念的内涵相似。详见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

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27—128页。
个体存在多种信息加工的具体心理机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人们信息加工

的过程、机制的表述术语也不尽相同,如启发法、认知图式这些都表达个体处理信息时所

启用的便捷方式,以迅速做出判断;另外,从情感—理性两个维度看个体的信息处理系

统,存在快系统(系统1)—慢系统(系统2)、中心—边缘系统、冷—热认知等不同的概念

术语。这些都指向在多元化信息或不确定条件下,个体如何通过处理其获取的信息以保

持认知一致,尽可能克服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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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格局①;斯蒂芬妮·霍夫曼(Stephanie
 

Hofmann)等人强调威胁感知异同

为管理盟内成员的意见分歧和促进集体行动提供了条件②。不过,也有研究

意识到,错误知觉会影响到联盟稳定。大国对小国疏于关注与小国对大国

过于敏感,二者形成的错误知觉(即关注错位)会影响联盟稳定。③ 由错误知

觉导致的战略差异会影响集体行动的一致性④,这一过程或许可通过忠诚

(背叛)⑤、声誉⑥、可靠性⑦等机制得以体现。上述研究聚焦于不对称体系下

小国的能动性在联盟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导致盟内成

员发生分歧乃至决策失误的政治精英个体如何处理信息这类更具基础性、

优先性的微观解释因素。同时,认知心理学理论脉络庞杂,在联盟议题分析

上较为碎片化。鉴于此,本文尝试提供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行为体接触到的信息会帮助其塑造认知模式、价值偏好(或情感态度)

以及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进而使其表现出某种人格特质⑧,以应对外部变

化局势。人们对外部信息如何反应的核心逻辑是认知相符原则,即与自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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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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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行为体的认知模式、情感(或价值偏好)、人格特质三者间的关联存在

内在的逐渐递增关系,即稳定的人格特质往往基于认知、情感内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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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有信念体系、认知习惯相一致,避免认知失调。具体而言,行为体会通

过诸多子机制形成的辅助机制以确保与既有信念体系相一致①,表现在两个

方面(如图1所示):一是能形成与客观威胁态势相一致的准确认知,即威胁

感知差异较小,体现了行为体的自主性;二是无法形成与客观威胁态势一致

的认知,即产生明显的威胁感知差异,这种错误知觉根源于人固有的认知局

限。一个充满威胁的环境可能使行为体对威胁更敏感②,进而强化集体行动

的动机,但如果共同的外部威胁未被一致地识别,群内凝聚力则难以被强

化③。具体而言,一国对外部威胁的错误知觉的主要表现是:一是高估对手敌

意,引发非本意冲突④;二是低估或忽视对手的决心和能力,也会使冲突升级⑤。

   

图1 关于威胁认知模式形成的初步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知觉模式生成的核心机制与辅助机制的设计思路,详见候为刚:《认知心理

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载《南亚研究》,2022年第2期,第48—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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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8,
 

No.3,
 

2007,
 

pp.357-371.
戈登·奥尔波特著、凌晨译:《偏见的本质》,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46页。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62—110页。
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

第8期,第71页。



从保守到进取之变———论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逻辑 143  

为此,我们需分析在何种情境下,行为体更可能形成准确的认知,何种情境

下更有助于避免产生错误知觉。

三、
 

解释框架和研究设计

在厘清既有研究脉络的基础上,本文将构建一套分析框架,并对研究方

法、案例的选择以及核心变量做进一步解释。

(一)
 

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学界常用的“因素+机制”这一设计思路,将威胁感知差异嵌

入制衡机制转化过程之中,以更好地呈现制衡的动态变化逻辑(如图2所

示)。

图2 威胁感知差异影响制衡成败的分析框架

注:该分析框架借鉴了唐世平提出的“因素+机制”设计思路。黑体粗线箭头表示影响流程,

虚线箭头表示因素的影响。参见唐世平等著:《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天津人民出版

社2021年版,第228页。

由图2所示,本文将制衡过程大体分为松散制衡(或初步制衡)和紧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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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或制衡深化)两个阶段。①

其一,松散制衡阶段的特征是:面对霸权国的威胁,出于本能反应或其

他原因,各国具备一定的制衡意愿并展开初步的行动(如各国派出一些兵

力,组成联军应对霸权国的威胁)。然而,在实际制衡过程中,成员国可能具

有较强的功利动机(如只是口头承诺参与,而实际不愿派兵),从而影响制衡

的运行及效果。

其二,紧密制衡阶段的特征是:感知到霸权国的实际威胁后,各国能够

对前期制衡失利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同时,各国能克制自己的补偿心理或

观望动机,积极参与制衡实践,表现出足够的制衡意愿或决心,成功遏制霸

权国扩张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由于不同时期盟内成员对霸权扩张的威胁认知差异,行为体真正参与

制衡的意愿和行动积极性也不一致,由此影响制衡机制能否发生转变。在

案例分析部分,笔者将结合具体史实对上述两个阶段做详细论述。

(二)
 

概念操作化

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主要有制衡成败、威胁认知差异以及相关控制

变量。

制衡成败。制衡成败以是否成功抑制霸权国的扩张为主要标准。如果

联盟成功遏制霸权国的扩张,维持原有的权力格局,则视为制衡成功②;若联

盟未能阻止霸权国的扩张,其成员最终反而被后者控制,则视为制衡失败。

换言之,本文以最终的军事战争结果(即霸权国最终是否被联盟成功遏制)

作为衡量制衡效果的核心指标。在古代和近代早期,霸权国的对外扩张主

要通过军事战争实现,反霸联盟的制衡效果很大程度上同样通过战争手段

呈现。如果某个联盟在制衡过程中能取得部分战事的胜利(如前期具备成

①

②

制衡过程可划分为松散制衡与紧密制衡两个阶段的思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强调的制衡是指外部制衡,即为遏制霸权国的扩张而组建安全同盟的制衡

形式,而不是通过增强自身实力应对外部威胁的内部制衡。另外,制衡成功是指联盟实

现其目标,即结果导向,即使联盟实现了对霸权国的制衡而随后自动解体,也视为制衡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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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制衡的条件),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反而有助于增强解释力。

威胁认知差异。根据翔实的历史材料对历史事件做不同的解释,这是

评估当事人威胁感知差异的基本原则。除了依据决策者表述、应对霸权威

胁的替代性方案的质量、具体动员程度等维度,为使评估更加结构化,笔者

从领土、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维度来对威胁认知差异进行分解。① 多个维

度的威胁是逐渐强化行为体对霸权国扩张威胁感知趋于一致的必要条件。

控制性变量。最具相似性的案例设计要求控制变量尽可能保持相似。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考虑的控制变量有霸权国意图、霸权国与联盟体

系的实力对比、联盟内部成员的利益分歧这几项主要指标。其中,霸权国的

意图相似,即扩大统治范围。霸权国的实力不及联盟体系的综合实力。例

如,反法同盟的实力总和占优,而法国实力总体上处于弱势。反秦联盟前

期,主要大国间的实力差距较小,秦国在人口数量、军事能力方面并未占绝

对优势,更不敌六国实力之和。② 两个联盟内部的利益分歧比较明显,表现

之一是对领土的争夺。例如,反法同盟前期,俄、奥、普等国在波兰领土划分

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并影响到制衡前期的战事。战国时期各国对领土和人

口扩张的利益趋同,由此展开的相互攻伐现象也十分明显。

(三)
 

案例选取

作为一项比较研究,本文在行文过程中尝试将因果机制经验化,目的是

根据结果变量的差异,来寻找关键性解释变量(即寻找结果的原因)。尽管

案例选择的理想状态是对时空条件有高度的敏感性③,但如果所比较的案例

在主要指标维度上保持一致性或高度相似,即使不处于同一时空,也具有一

①

②

③

对威胁感知的维度指标选取,受如何划分国家安全及其威胁因素的类型思路启

发,可参见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根据记载,齐地方两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

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赵地方两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燕

地方两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参见:刘向编著、缪文远等

译注:《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
燕策一,苏秦将为从》,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58页、252页、338页、582页。

叶成城等:《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

3期,第145—155页。



146  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2期)

定的可比性。例如,历史社会学界基于比较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

早期欧洲国家的形成路径差异,向读者呈现了大批脍炙人口的著作。尽管

这类错位历史比较可能存在会使读者形成虚假的历史相似性认知等技术局

限,但其在解释国家结盟这类宏大议题层面仍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本文选取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这两个历史时期中的某一时段进行对比

研究。经比较,19世纪初的反法同盟(1793年—1815年)与战国时期的反秦

联盟(公元前318年—公元前241年)对霸权国的最终制衡结果可分别作为

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符合控制性比较强调的结果差异的要求,即反法同盟

最终彻底制衡了法国拿破仑的扩张,维持了多国体系,而反秦联盟最终未能

实现对秦的制衡,反而逐一为秦所灭。① 这一组时空错位的案例在联盟内部

的权力不对称性、成员间利益冲突、霸权国策略等方面相似,进而具备了可

比性。② 同时,两个案例的初始条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即面对霸权扩张的

威胁都选择了制衡,但存在某种动因使得制衡在后续演变过程中出现分化,

最终导致制衡效果迥异。③ 在制衡法国过程中,反法同盟经历了多次战事上

的失利;反秦联盟在制衡秦国扩张过程中却取得了多次战事上的胜利。尽

管这使得两个案例过程的发生看似有一定的随机性,但不会削弱本文的解

释力,反而可通过这一组案例演变过程的比较,增强本文观点的解释力。从

同盟运行的全过程看,即使反法同盟在莱比锡继续战败,但法国的扩张步伐

不停,反法同盟成员国的威胁感知继续强化,那么还会选择制衡。

本文的观测单位是反法同盟和反秦联盟的最终走向,其中组建联盟次

①

②

③

关于两个案例时间段不一致(或不对称)的问题。与比较春秋战国体系和近代

欧洲体系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操作相比,本文选取反法同盟与反秦联盟这两个案例的时

间跨度差值较小(反秦联盟跨度是77年,反法同盟跨度是22年),总体上仍在案例选择

的可操作范围之内。此外,近代欧洲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节奏远快于先秦时期),进一

步缩小了时间跨度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关于两个案例中相关国家政权更迭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霸权国还是成员

国,内部都经历了政权或领导人的更迭,只是不同国家领导人更迭的频次不一(相比之

下,反秦联盟成员国的领导人更迭更为频繁)。另外,人的认知局限具有一定的基础性或

规律性特征,这表明在特定时期内,不同的领导人可能会存在相似的认知局限或战略误判。
这里考察关键性差异因素在机制变化中的作用。正负面案例的初始条件相似,

但由于关键性差异因素的存在,导致案例演变过程中核心机制发生分化,进而导致结果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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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作为呈现制衡演变过程的指标,本身不作为观测单位。结合本文的分析

框架,笔者对两大同盟体系的制衡结果、背景条件及中间过程的概况做相应

的提炼(如表1所示)。其中,面对法国扩张,欧洲国家发动多次反法同盟战

争,只有最后两次制衡战争获胜。组成反法同盟的核心成员国主要有英

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相比之下,尽管山东六国在制衡秦国时有

过获胜的战事经历,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表明,反秦联盟在制衡初始阶

段有取得制衡成功的潜力,但可能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实现向紧密制衡阶段

的转变。

表1 反法同盟和反秦联盟的制衡结果

案例

初始的

制衡意愿

(背景条件)

关键

驱动力X
(威胁感知

差异)

关键机制 M
(松散→
紧密)

相关控制

变量

制衡联盟

结局走向Y

反法同盟

(正面案例) + + + + 制衡成功

反秦联盟

(负面案例) + - - + 制衡失败

  注:初始的制衡意愿,“+”表示两个案例都具备一定的制衡意愿,故而能组建起联盟。关键驱动

力X中,“+”表示威胁感知差异小,“-”表示威胁感知差异大。关键机制 M 中,“+”表示制衡由松

散转向紧密,“-”表示未能转向紧密制衡。相关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制衡同盟与霸权国的实力对比、

同盟成员的利益分歧以及霸权国的策略。

四、
 

案例分析

(一)
 

反法同盟和反秦联盟的制衡概况

  面对霸权国扩张的威胁,尽管两个体系下的成员国都选择了制衡,但制

衡过程错综复杂,最终制衡效果也迥异。

1.
 

法国的扩张与欧洲国家的应对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共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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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前五次战事均失败,但最终彻底制衡了法国(如表2所示)。既有研究认

为法国自由革命思潮的传播和拿破仑的迅速扩张,被欧洲各国视为致命性

威胁。① 这揭示了欧洲各国选择制衡的行为起点,但不足以解释为何前几次

制衡都失败,难以帮助理解反法同盟制衡效果的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同

盟成员对法国扩张所带来的威胁感知的变化可以对此做出更好的解释。

表2 反法同盟制衡概况

制衡时间 主要同盟成员国 主要制衡经过 最终制衡效果

1793年 普、俄、奥、英、荷、西 联军失败

1798年 奥、英、俄、西、土 联军失败

1804年 奥、英、俄 联军失败

1806年 普、英、俄 联军失败

1809年 奥、英 联军失败

1813年 俄、普、英、奥、瑞士 联军胜利

1815年 英、俄、普、奥、荷、比 联军胜利

制衡成功

  资料来源:根据史料整理。

2.
 

秦国的东扩与山东六国的回应

公元前320年,秦国开始向魏国之外的国家进攻,由此拉开各国制衡秦

国的序幕。根据史料,反秦联盟前后大体经历了7次规模不等的制衡战事

(见表3)。不同批次的同盟成员主要有魏、赵、韩、齐、楚、燕6个国家。然

而,7次制衡战争都未能召集齐全部山东六国,未形成对秦国的全面制衡。

其中,制衡战事取胜4次,分别是:公元前296年由齐国发起的战事,公元前

287年、公元前257年以及公元前247年由魏国主导的战事。这些取胜的制

衡战争最终以秦国主动归还侵犯的部分领土或主动撤兵而结束,但这些战

事的获胜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制衡战事失败3次,分别是:公元前318年

由楚国发起的五国攻秦战争,盟军在函谷关被秦军击退,随后在修鱼被秦国

① 克劳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

卷)———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33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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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溃,制衡失败。① 公元前276年,楚、魏、韩三国组建的制衡也以失败告终。

最后一次制衡战事于公元前241年由赵国发起,但缺乏统一的指挥,此次战争

失败。此后山东各国再难以形成对秦国的联合制衡,最终逐一被秦国吞并。

表3 反秦联盟制衡概况

制衡时间 主要同盟成员国 主要制衡经过 最终制衡效果

公元前318年 楚、韩、赵、魏、燕 联军失败

公元前296年 齐、魏、韩 联军胜利

公元前287年 魏、韩、齐、燕、赵 联军胜利

公元前276年 楚、魏、韩 联军失败

公元前257年 魏、赵 联军胜利

公元前247年 魏、赵、韩、楚、燕 联军胜利

公元前241年 赵、楚、魏、韩、燕 联军失败

制衡失败

  注:在公元前247年,联军将秦军击退即撤回,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

(二)
 

霸权扩张与初步的制衡阶段

面对霸权扩张的威胁,两个体系下各国最初都有一定的制衡意愿并能组

建联军,在行为体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共同作用下,制衡前期的效果各有不同。

1.
 

威胁感知差异与欧洲各国对法国的制衡

为防止法国自由革命思潮持续向外渗透及拿破仑的军事扩张②,出于共

同安全的需求,在英国等国的倡导下,反法同盟连续发起多次对法国的制衡

战事。

从综合实力上看,同盟的力量总体上要强于法国,尤其是英国拥有强大

的海军。然而,同盟成员早期制衡意愿的不一致和集体行动的不协调削弱

①

②

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第32页。
尽管在大革命初期法国尚未对外军事扩张,但自由、民主的革命思潮的扩散率

先在奥属国尼德兰引发革命,直接威胁了奥地利的统治秩序。此外,大革命初期还涉及

与他国的利益争端,如法国剥夺了德意志各邦国贵族在法国领土内的教会权利。详见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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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制衡效果。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同盟成员国就安全、利益的认知存在严

重分歧,干扰各自对霸权国的威胁认知。例如,俄、普以争夺波兰为主要目

标,尤其是在制衡初期,俄国参与制衡的动机主要是争夺波兰和土耳其的势

力范围,普鲁士也面临完成统一德意志的国内任务,成员国的主要动机并非

制衡法国。盟内主要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此时虽担心法国的扩张,

但更担心其余两方觊觎波兰领土。① 普鲁士承诺将由奥地利而非法国控制

比利时,同时又鼓励比利时叛军对奥地利的抗争。② 其二,同盟倡导国对法

国革命的信息误判削弱了其实际制衡意愿。英国最初认为大革命更多会削

弱法国自身实力,首相皮特很少关心法国对低地国家(如荷兰)的威胁,因而

英国在前两次反法同盟制衡过程中以观望态度为主,对法国的实际制衡有

限。相比之下,普鲁士、奥地利虽然对法国扩张的威胁感知更强,但在不对

称的军事实力结构中,受法国的武力压迫,更倾向于选择依附霸权国或退出

制衡联盟(不介入)。例如,普鲁士在1795—1805年这十年间保持中立,俄国

在第五次反法同盟中也秉持不介入的态度。同时普鲁士国内不同势力(国

王、内阁部长以及驻外使臣)就制衡策略存在严重的分歧。③ 如此一来,形成

蒂莫西·布莱宁(Timothy
 

Blanning)所指的“各国单独与法国媾和较为普

遍”的现象。④ 其三,霸权国的分化策略会干扰同盟成员对威胁的认知,进而

削弱其制衡意愿和实际集体行动。在军事上,拿破仑组建莱茵联盟,以制约

反法同盟成员国奥地利、普鲁士,并占领比利时、荷兰等低地国家。在第四

次反法同盟中,拿破仑注意到俄、普的利益分歧,诱使俄国进攻瑞典、土耳

其,分化俄国的注意力,并在弗里德兰战役中大败联军。在政治和外交上,

法国对近邻且实力较弱的奥地利,主要以武力压迫,而面对实力较强的普鲁

士、俄国、英国,则采取谈判和武力并重的手段。例如,1794年法国与普鲁士

和谈,利用普鲁士与俄、奥在波兰领土上的分歧,诱使普鲁士一度退出反法

①

②

③

④

许田波著、徐进译:《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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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布莱宁著、吴略译:《追逐荣耀,1648—1815》,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第783—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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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此后十年不介入)。随后法国又与俄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共同瓜

分普鲁士部分领土,换取俄国在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中采取不介入立场,并

得到俄国对法国的领土范围和大陆封锁政策的短暂承认与支持。在恩格斯

看来,沙皇同拿破仑结盟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① 这表

明,制衡前期盟国主要成员的意愿不一致,集体行动难以得到有效协调。

上述分析显示,霸权国的军事扩张和自由民主思潮的传播,给同盟成员

带来领土、政权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商业贸易等诸多领域的威胁,各国出于

共同的安全需求,并在相关倡导国的协调下,曾数次结成制衡联盟。尽管各

国出于遏制法国的共同目标结盟,但不同国家间以及一国内部就优先事项、

资源配置这些具体事项安排存在严重分歧。② 同盟成员对法国不满的原因

较为多元③,各国对法国的威胁认知并不充分一致,制衡意愿在前期阶段未

能得到统一,难以转换成更强大的制衡力量。各国在前期制衡过程中,要么

陷于各自作战的困境,要么实际参战国较少,因实力不足被法国击败。对

此,施罗德(Paul
 

Schroeder)指出,法国大革命最初在欧洲体系中很少受到关

注(在德国,仅极少的知识分子给予了一定关注)④,尤其是制衡之初,主要大

国不愿意长久陷入战争,发现击败法国比想象中的更困难时,各国的反应不

是更努力地制衡,而是想着结束战争。盟内主要国家一旦指望他国投入资

源来制衡,这种推诿行为无疑会约束制衡效果。⑤ 因此反法同盟的前期制衡

总体上处于松散状态。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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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92-195.
例如,在第五次反法同盟成员中,意大利因为罗马政权对拿破仑的统治有抵触,

西班牙感到民族荣誉受到侵犯,荷兰在贸易方面受损,奥地利不愿因战争失败处于法国

控制下。参见米涅著、雨轩编译:《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光明日报出版

社2013年版,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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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威胁感知差异与山东六国对秦国的制衡

与反法同盟的制衡实践相比,山东各国对秦国扩张的威胁感知更具动

态性,这种威胁认知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成员国的制衡意愿和集体行动的协

调性,前期制衡处于松散状态。

总体来看,各国对秦国扩张的威胁感知高度异质化,这在相当程度上影

响制衡机制的进一步紧密化。三晋和楚国面临秦国的直接威胁,制衡意愿

较强。其中,魏国的制衡意愿最为强烈,七次反秦联盟战争均加入,并多次

担任倡导国(参见表3),韩、赵、楚三国参与制衡联盟的次数分别达6次、5
次、4次。相比之下,燕国对秦国扩张的威胁感知并不强烈,其制衡意愿相对

较弱。齐国地处东部,秦国扩张对其造成的实际威胁较弱,且经历诸国反齐

联盟后①,齐国实力衰退,制衡意愿也一度降低,尤其在制衡后期阶段,不再

参与制衡,总体次数也是最少,仅两次。赵鼎新指出,在战国晚期以前,秦国

从不曾对齐国构成直接的威胁。②

实际上,秦国的东扩给山东六国带来的生存威胁无疑是显著的,各国出

于共同的安全需求,在不同阶段组建或参与了制衡联盟,且制衡战事经历了

失败和获胜交织变化的过程。然而,既然联盟成员对强秦扩张的威胁感知

差异大,且制衡意愿未能得到有效统一(处于松散制衡状态),为何仍有数次

制衡战事取得成功? 经梳理发现,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84年的东周国际

体系表现为秦、齐二元体系,在此格局下,缺乏齐国参与的制衡战事往往失

败,而由齐国参与的两次制衡战争均获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由大国

协调或主导的制衡更可能成功。这同样表明在前期制衡阶段,或许存在彻

底制衡秦国的潜在条件。大国作为积极协调集体行动的倡导国,其在制衡

中的作用不应被忽视。遗憾的是,在制衡后期,反秦联盟内部未能统一对外

部威胁的认知,难以推动制衡由松散向紧密阶段转变,也就无法实现彻底制

衡霸权国的目标。

①

②

其实当初楚国有人劝阻伐齐,“五国以破齐,必南图楚”,这表明当时少数精英意

识到秦对楚国的威胁更大,而齐是平衡秦国威胁的重要力量。详见刘向编著:《战国

策·楚策一:五国约以伐齐》,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40页。
赵鼎新著,徐峰、巨桐译:《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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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威胁感知差异与制衡机制转换

由于行为体认知模式的差异,盟内成员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出现变化。

反法同盟的威胁感知逐渐趋同并强化,驱使制衡由松散转向紧密;反秦联盟

则未能克服威胁感知的差异化问题,未能实现由松散制衡向紧密制衡转变。

1.
 

威胁感知趋同与转向紧密制衡

在松散制衡阶段,拿破仑先后占领欧洲大陆各地区,并采取大陆封锁政

策来对付英国。各国面临法国的迅速吞并和政治、经济高压管控政策,加之

前期制衡惨败的教训,于是暂时不再将盟内其他大国视为主要威胁来源,纷
纷将矛头指向法国。这样一来,主要外部威胁来源逐渐单一化,且表现为在

领土、政权、贸易和意识形态等维度对法国的敌视。① 在对法国扩张的威胁

感知不断增强的刺激下,各国的抗争信念得到激发②,推动制衡逐渐紧密化。

其中,主要大国对法国扩张的威胁认知趋同,是推动制衡转向紧密的重要驱

动力。霸权国持续扩张的趋势似乎给各国传递出法国即将统一欧洲的信

号③,这挑战了英国维持欧洲大陆多国体系格局的基本战略原则。同样地,

奥地利从前期制衡惨败的经历中认识到应让普鲁士成为其伙伴而非敌人。④

与此同时,拿破仑的持续扩张强化了俄国的威胁认知。沙皇认为拿破仑太

危险了,坚决反对1814年2月联军与拿破仑签订的停战协议。⑤ 在经济和

贸易方面,欧洲大陆多个国家被迫加入大陆封锁体系。拿破仑通过倾销法

国产品、掠夺原材料和战争索赔等形式向普鲁士等国强征数十亿法郎。⑥ 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国大革命传播主权在民的观念,这与欧洲帝国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对立

的。多米尼克·利芬著,吴畋、王宸译:《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

18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蒂莫西·布莱宁著:《追逐荣耀,1648—1815》,第829页。
拿破仑军事集团的崛起与扩张,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会底层民众通过战功得以

晋升的渠道,给欧洲各国的精英政治模式的合法性带来冲击。在1790—1820年,英国有

19位议员自杀,超过20位议员精神失常。参见琳达·科利著,周玉鹏、刘耀辉译:《英国

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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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洲国家与英国的贸易大多是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的,因此该政策对欧洲

大陆其他国家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① 这些做法增强了各国对法国的

憎恶。正如施罗德所言,反法同盟战争源自受到威胁、处于守势的大国决心

以暴力终止法国扩张,重获安全。②

在威胁认知逐渐趋同与制衡机制趋于紧密的互动过程中,盟内精英的

信息接收渠道设置与识别方式对最终的制衡效果产生基础性作用。从1809
年起,沙皇独自处理俄国外交和谍报事务,设置秘密报告的传递渠道,且规

定只给君主过目。③ 俄国对法国情报的收集范围,涵盖了从君主生活习惯到

敌军步兵营武器配置不同层次的消息。例如,俄国曾截获一份关于拿破仑

愈发健忘这一身体状况的情报,由此对法国命运和欧洲未来局势走向做进

一步研判,认为拿破仑越深入俄国内地,其处境越危险、绝望。④ 俄国驻巴黎

情报机构获得了拿破仑决心入侵俄国的情报,包括入侵时间和主要进军路

线等准确信息。⑤ 由于提前接收到信息并能精准识别,俄国对拿破仑的行军

路线和时间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利用广阔的地缘和寒冷的气候,采取消耗

战,损耗了法军近三成的兵力。然而,拿破仑在攻下莫斯科后高估了俄国遭

受的损失,于是诱使俄国谈判,这却被俄国视为消耗战略奏效的信号。为

此,俄国采取拖延的策略,鼓励拿破仑留在莫斯科并等沙皇的回复。⑥ 可见,

双方对彼此战略决策效果的认知与评估发生了错位,并影响后续局势的

演变。

与此同时,盟内成员国之间积极互通信息以减少战略误判,为制衡转向

紧密阶段提供更充足的条件。为争取英国的支持,沙皇将其与威尔逊的通

信作为额外的信息来源,并破译了威尔逊和英国政府之间的通讯内容,以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克劳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

卷)———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第433页。

Paul
 

Schro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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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
 

Springer,
 

2016.pp.23-57.
多米尼克·利芬著,吴畋、王宸译:《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

1814)》,第104页。
同上书,第119—122页。
同上书,第118页。
同上书,第291—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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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英国没有欺骗自己。① 另外,在争取普、奥加入同盟方面,考虑到普鲁士由

于此前制衡失败的经历可能影响其加入第六次制衡结盟的意愿,俄国通过

释放其先锋部队获胜的消息,以增加与普鲁士谈判的筹码,促使普鲁士一位

将领在未得到国王允许的情况下率先行动促成普、俄结盟。鉴于奥地利在

此前制衡过程中做出的牺牲,同时为缓解奥地利的恐惧记忆,普鲁士和俄国

承诺优先考虑奥地利加入同盟。② 此外,1813年,俄国承认奥地利在处理巴

伐利亚、符腾堡和其他南德地区事务中的领导地位。③ 得到俄国的承诺,奥

地利也多次来信确保其会加入制衡联盟,以使其他盟友放心。对于盟内成

员的制衡意愿是否得到实质性统一,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援引

一位法军将领的回忆称:“我此前从未见到敌军会如此坚定地发起攻击。”④

作为海洋大国,英国的制衡决心和意愿逐渐增强。英国的角色主要是为同

盟军队提供资金支持,在数次反法同盟发起的制衡战争过程中,英国共提供

超过6000万英镑的资助,甚至为此承受国家负债的压力。⑤ 制衡期间,英国

议会通过的立法、设立的委员会以及深夜开会的数量比以往翻了数倍。⑥ 在

此期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为处理大量的同盟事务,过度

操劳而死。⑦ 英国扮演盟内领导的角色,通过向盟内成员提供各种资助来克

服集体行动的困境。⑧ 这反映了英国对维护欧洲大陆多国体系的决心,一旦

有强国打破这一权力格局,则会激发其制衡意愿。

在具体的战事中,关键决策者能否及时获取有效的信息和准确判断局

势,成为能否扭转战局的关键。面对实力占优的第六次反法同盟军队,拿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多米尼克·利芬著,吴畋、王宸译:《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

1814)》,第300页。
同上书,第343页。
同上书,第344页。
同上书,第487页。
刘丰:《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

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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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科利著,周玉鹏、刘耀辉译:《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商务

印书馆2017年版,第192页。
许田波著、徐进译:《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争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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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主动与同盟签署停战协议,但前线的法军却在协议签署之后仍然歼灭了

普鲁士的一支志愿军,法国这种不守合约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德意志民众,以

致法军在随后多场战役中遭到普鲁士民兵的打击。① 战场局势瞬息变化,命

令下达与前线接到命令存在时间差,对行为体(尤其是一线作战人员)的信

息识别与及时应变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前线法军未能及时接收停战协议,

在协议签署之后仍歼灭一支联军部队的做法验证了这一观点。

这种链锁效应(chain-ganging)的制衡形式还展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②

面对法军在俄国战场上的败退,普、俄立即组建第六次制衡同盟③,英国一如

既往地提供资金资助,同时还增派部分兵力,并动员瑞典加入反法同盟。随

后,汉堡、萨克森等法属邦国也倒戈并加入反法同盟。④ 与此同时,西班牙和

葡萄牙民众将法军击退至比利牛斯山脉以北。得此消息后,奥地利随即加

入制衡同盟。战场优势的天平瞬间倒向反法同盟这边,反法同盟和法军以

2∶1的兵力在莱比锡展开决战,反法同盟取得决定性胜利。这表明,识别外

部威胁与保障自身安全,是行为体处理有关自我和对手信息的基本动机。

心理学研究也证实,行为体的能动性特质越高,其对现实威胁的感知往往越

强烈。⑤ 面对生存威胁的压力,群体成员可能会支持强者,但对强者制定的

规范认可度有限,因而背叛概率也更大。⑥ 因而,不难理解为何法国的盟友

对拿破仑的认可度有限,一旦时机发生变化,更容易背叛法国。这表明行为

体在关键时刻的认知和战略决断能力可能成为局势扭转的临界点。

前期制衡失败的历史记忆这类锚定认知机制为增强各国的制衡意愿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萨宾·古尔德著、张莉译:《拿破仑·波拿巴与反法同盟战争》,华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28—1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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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进攻俄国之前,普鲁士、奥地利被迫追随法国。事实上,这种机会主义在

很大程度上导致制衡后期霸权同盟力量与制衡同盟力量发生逆转。
萨宾·古尔德著、张莉译:《拿破仑·波拿巴与反法同盟战争》,第1026—1031页。
齐瓦·孔达著、周治金等译:《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年版,第338—340页。
卡尔·霍夫兰等著、张建中等译:《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改变的心理学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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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英国的倡导下,反法同盟各国于1814年3月签订了《肖

蒙条约》,明确规定同盟成员不得单独与法国谈判,展现彻底制衡法国的决

心。此次制衡最终基本解除了来自法国的实际威胁。然而,得知拿破仑重

新返回巴黎并建立百日王朝的消息后,在对霸权国扩张的威胁记忆的刺激

下,各国果断搁置内部分歧,随即组建第七次反法同盟,并在滑铁卢彻底击

败法军,实现了对法国的彻底制衡,并维持欧洲数百年的多国体系格局。

2.
 

威胁感知差异与维持松散制衡

与反法同盟相比,反秦联盟在制衡前期阶段取得过阶段性胜利,这意味

着反秦联盟具备成功制衡霸权国的潜在条件。但是为何反秦联盟没有从松

散制衡转向紧密制衡?

在联盟实力遭到削弱的背景下,制衡机制未能由松散转向紧密,进而影

响最终的制衡成效。秦国于公元前293年、公元前276年通过战争分别将

魏、楚踢出大国行列,公元前284年,六国伐齐致使齐国彻底衰落。① 有观点

认为,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此前是否由

秦国统一天下仍是个未知数。② 另外,秦使用“辟地千里,破军杀将”的快速

扩张策略,短期内使各国难以恢复抵抗力。据记载,战国后期导致超过2万

人死亡的战争达15次,其中由秦发动的达13次。③ 秦国通过对韩、魏的伊

阙之战,以及对楚国的鄢郢之战和对赵国的长平之战,即斩首数百万同盟成

员国士兵。秦国的领土扩张和屠杀政策不仅严重削弱同盟内主要大国的抵

抗力量(如摧毁韩、魏的独立性,瓦解楚、赵的抵抗战略),更在心理层面形成

战略威慑,进而迫使对手追随(依附)自己或不介入。这是阻碍反秦联盟奏

效的重要原因。例如,在长平之战中,秦国威胁各国不得援助赵国④,使赵国

①

②

③

④

“燕攻齐,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刘向编著:《战国策·齐策六:燕攻齐取

七十余城》,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4页。
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2页。
同上书,第145页。
即使各国有援助赵国的意愿,但出于对秦的恐惧,最终也未能付出行动。例如,

秦国派使者警告魏国:“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参见司

马迁著:《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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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作战,惨败后的赵国不再具备单独抗秦的实力。与制衡初期相比,此阶

段的反秦联盟缺乏大国的主导,制衡行动更难取胜。在长平之战前,联盟仍

有成功制衡秦国的潜力,但长平之战后,最后一个能与秦抗衡的大国———赵

国的实力被削弱,此后各国难以继续应对秦的威胁。①

在认知局限作用下,盟内成员的威胁感知难以趋同,并制约了制衡由松

散转向紧密。首先,认知局限表明,行为体往往会忽视或低估某些客观存在

的威胁。山东六国难以准确识别出秦国采取“逐步蚕食—迅速扩张—远交

近攻—迅速吞并”的策略及其带来的客观威胁。“得寸即王之寸也,得尺亦

王之尺也”②的蚕食策略客观上可隐藏秦国意图,缓解各国制衡秦国的决心。

在制衡前期,秦国通过释放“尊称齐国为帝”的信号,一定程度上削弱各国制

衡秦国的意愿。楚国同样未能识别出张仪释放的“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

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的虚假承诺。③ 当某一盟内成员国受到霸权

国的进攻时,其他成员国因接收到霸权国的承诺信号而低估或忽视霸权国

扩张给自身带来的威胁,选择不介入或追随的现象较为常见。例如,在秦国

攻打楚国时,韩、魏得到秦与其修好的信息而秉持不介入策略。公元前276
年,在秦先后攻打楚、魏、韩三国时,齐国收到秦国“承诺日后不攻打之”的承

诺后表示不介入,甚至在此后的长平之战中拒绝借粮给赵国。④ 无独有偶,

长平之战中,魏王相信了“秦许吾以垣雍”的虚假承诺,而拒绝发兵救赵。⑤

显然,轻信对手的承诺会干扰行为体对外部威胁的准确评估。

其次,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成员对信息的判断存在较大偏

①

②

③

④

⑤

对此,赵鼎新认为,在公元前364年魏国衰落后,秦国一直是东周体系独一无二

的超级霸权,这种不对称的实力结构使反秦联盟的制衡难以奏效。不过这一观点忽视了

在整个制衡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制衡效果存在差异的动态变化特征。相关论述详见赵鼎

新著,徐峰、巨桐译:《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第285页。
史学家称之为“远交近攻”谋略。司马迁著:《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2409页。
当时楚国大臣陈轸提醒楚怀王:“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楚王不听,使

人绝齐。刘向编著:《战国策·秦策二:齐助楚攻秦》,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0—62页。
尽管当时有大臣以唇亡齿寒的例子劝说齐王要援助赵国,但遭齐王拒绝。“赵

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刘向编著:《战国策·齐策二:秦攻赵长平》,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170页。

刘向编著:《战国策·魏策四·长平之役》,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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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高估或放大某些威胁信息,这类错误知觉会造成决策失误,进而限制制

衡机制由松散转向紧密。在多次制衡或单独抵抗霸权国的战争实践中,同

盟成员未能“吃一堑,长一智”的现象比比皆是。赵王因听信秦国离间计,用

赵括代替廉颇,直接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惨败①;公元前229年,赵王再次

听信了秦的谣言而免去主帅李牧、司马尚的职务②。在公元前247年的制衡

同盟中,魏王则是听信了秦国散布的“信陵君有篡位之心”的谣言③,免去了

信陵君的军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此次制衡的协调效果,联军将秦军赶至

函谷关即退回。在充满威胁的不确定环境下,反秦联盟成员对经验教训缺

乏记忆的认知局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比之下,反法同盟在关键时刻由

英国主导签订条约,并规定成员不得与法国单独接触以及不得随意退出。

这种制度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各国的制衡决心和意愿,为制衡由松散

转向紧密提供了必要条件。反秦联盟则缺乏类似的运作规则,未能实现制

衡紧密化。这表现出来的是制度安排的不同,而实则反映的是两大体系中

行为体认知模式的差异。

面对生存威胁,各国的制衡意愿是可能瞬间被激发的。如尉缭所言:

“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④个别盟

内国家对秦的威胁产生过正确认知。秦国在特定阶段迅速扩张的吞并行为

(如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军数十万人)一度强化了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威胁

感。例如,公元前257年,秦国再次围攻赵国,魏国信陵君在外部威胁和国内

阻碍双重压力下仍做出窃符救赵的决策,组建局部性反秦联盟,并离间秦相

范雎和将领白起的关系,迫使秦退兵,暂时缓解了赵国的危机。⑤ 这表明,即

①

②

③

④

⑤

“七年,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馀万皆阬之。”司
马迁著:《史记·赵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26页。

“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最代将,斩李

牧,废司马尚。”刘向编著:《战国策·赵策四:秦使王翦攻赵》,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

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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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著:《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0页。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窃符救赵(周纪五)》,中华书局2005年(重印)版,第

180—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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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面对霸权国的威慑,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这种强烈的威胁认知可以促使

一国选择制衡,而不再被迫依附或选择不介入。

尽管秦国的扩张给山东六国带来严重威胁,但各国对秦的威胁感知却

高度异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战国后期。直到公元前238年,秦国进攻魏

国东部,形成“断齐、赵之腰,绝楚魏之脊”的地缘格局,使山东六国在地缘上

隔断,再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联盟。客观上看,此时秦国对六国的实际威胁

已达到巅峰,但各国对秦国扩张的威胁感知仍未趋同。例如,公元前241年,

秦国的东界已与齐国接壤并对齐构成直接威胁,但此时齐王仍然拒绝加入

由赵国主导的反秦联盟。另外,盟内成员相互攻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

整个制衡过程期间,大国卷入的战争有近百场,其中山东六国间的相互攻伐

战争达1/4。① 盟内彼此攻伐的频次远多于制衡霸权国的次数,这种相互攻

伐的行为进一步削弱了联盟成员的制衡意愿和实力,进而丧失将松散制衡

推向紧密制衡的契机。

为何山东六国对外部威胁信息的识别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在战国体

系下,他者在自我相关性程度较高的维度上表现更明显时,会威胁行为体的

自我观。这种自我观会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锚定机制,使行为体过度解读

某些信息或放大某些威胁。例如,盟内各国追求领土扩张的信号或行为,会

强化其他成员国的威胁认知。其次,行为体的基本认知习惯之一是以先验

知识为“锚”来处理信息,并基于最初接收到的信息对评估结果进行微调,这

样一来,先前的信息可能被过度解读,在决策时被赋予过高的权重。再次,

愿望思维使人们在接收信息时规避自己不愿听或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以保

持与自己既有的信念相符,这样很可能低估或忽略某些重要的信息。在充

满危险的无政府主义世界里,这些认知模式容易强化行为体“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进而可能做出破坏群内团结与稳定的决策。②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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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守到进取之变———论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逻辑 161  

尽管反秦联盟制衡在前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史书记载中不难发现,

六国合纵盟约经不住秦国的谣言恐吓和财物诱惑。① 联盟成员未能克服威

胁感知差异化问题,是导致制衡始终停留在松散状态和难以紧密化的关键

性因素。

(四)
 

案例分析小结

拿破仑时期的欧洲战争从规模有限的军事冲突发展成旨在大规模消灭

敌军的战役,与中国战国时期的战争存在相似之处。② 这表明,在威胁认知

异同与制衡机制变化(紧密或松散)的互动作用下,两大同盟体系的制衡效

果出现分化。本文揭示了反法同盟的威胁感知不断趋同这一关键性差异因

素致使制衡意愿和集体行动得到有效统合,促进制衡机制紧密化,进而使制

衡得以奏效。在制衡前期阶段,包括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同

盟成员对霸权国的威胁认知存在偏差,导致战略选择缺乏有效的统一。在

权力走势不明朗的非对称体系下,小国与不同大国结盟,可更好地满足自身

需求。例如,包括普鲁士在内的诸多中小国家虽然被迫加入霸权同盟体系

以保障自身安全,但随后及时趁势反戈加入反法同盟,实现了对霸权国的

制衡。

尽管反秦联盟在此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使制衡机制发挥正向作用的潜

在条件,但由于高度异质的威胁认知(威胁认知始终未能有效统一),制衡意

愿和集体行动无法得到有效统合,难以实现彻底的制衡。在反秦联盟制衡

实践中,盟内成员两面结盟的动机特征也较为明显。尤其是早期两个大国

相互僵持的二元体系,为其他国家的两面结盟动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

反秦联盟制衡实践中,两面结盟主要是基于生存安全动机的考虑,而非出于

意识形态和制度安全的顾虑。另外,与反法同盟的制衡实践相比,反秦联盟

制衡过程中的两面结盟等战略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制衡向紧密阶段转

变的动力,进而制约了制衡效果。

①

②

史书记载,“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天下策士聚集赵国讨论合纵

盟约(攻秦),秦提供金银珠宝收买天下策士,参加合纵之约的策士相互争夺黄金。详见

刘向编著:《战国策·秦策三: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6页。
赵鼎新著,徐峰、巨桐译:《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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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迅速扩张给各国带来多重威胁。无论是强调法国在自然疆域边

界给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还是认为拿破仑为建立一个以法国为主导的新国

际秩序而在价值观念、权力地位等多方面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威胁①,这表明

法国的扩张逐渐强化了盟内成员的威胁感。在此过程中各国的制衡意愿增

强。反观战国体系下,联盟成员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体现在领土和政权安

全层面,同时联盟内部成员领土收益偏好的趋同决定了一国的外部威胁来

源于多个国家,这种高度异质性的外部威胁感知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反秦

联盟的制衡意愿、集体行动的可协调性,进而增强了制衡效果的不确定性,

最终制衡以失败告终。

五、
 

结论

本文旨在揭示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下行为体的认知模式作用于一国对外

决策的微观心理机制,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觉模式是理解宏观战略决策、国家

间冲突乃至国际秩序演变的原动力。与国家实力、国内权力结构等外生型

结构动因相比,识别外部威胁信息的心理机制这一内生型变量对解释制衡

的变化过程及其结局走向具有基础性和优先性的作用,有助于丰富读者对

制衡效果乃至国际体系变化这类宏观社会现象的认识。为宏观的国际政治

现象提供微观层次的机制解释,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② 一国对外决策往

往受制于决策者思维的局限程度,尤其在战时情境下,这种局限往往更加突

出,表现为决策者对信息的需求比正常情境下更为迫切,此时更容易夸大或

过度解读某些威胁信息或倾向于忽略、低估某些威胁信息,进而导致决策失

误。为此,需深入各行为体的认知模式如何作用于决策行为的具体历史过

程,以促进认知心理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对话。

本文引入认知心理模式这一微观视角,并通过案例的比较论证了威胁

感知差异对理解制衡效果的理论意义。面对霸权国的威胁,寻求制衡是一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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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潜在反应之一,但若缺乏外援和在强国的压迫下,则可能会暂时被迫追

随(或依附)或不介入(或退出)制衡联盟,这种多样化、非线性的策略行为在

特定情境下会增加制衡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行为体在特定情境中的

知觉模式可以给出更具动态性、基础性的解释。

本文通过揭示行为体知觉与错误知觉形成的具体条件、机制或情境,透

视国家间竞争或冲突的微观逻辑,可为当前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威胁提供一

定的启示。国家间战略竞争越来越受制于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在国际社会

系统日趋复杂且大国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不仅要考虑到西方国家对

华战略模式的历史延续性,更应注意在危机情境下决策者的即时知觉模式

会给其对华决策增加不确定性。因此对外决策需充分了解并考虑竞争对手

的认知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符合对方认知习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

意图或决心,在及时沟通与充分对话过程中增进对彼此意图的了解。在战

略竞争加剧的紧急态势下,一个国家及其决策精英具备什么样的认知模式,

以及能否及时掌握有效信息,并以符合对方思维的方式来传递自己的意图

或立场,对避免战略误判和应对突发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